责任与使命
——关于抗战研究的几点思考
                                      苏智良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无论是当年的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8月26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中学习时强调，要深入汲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经验，这无疑给抗日战争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20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抗日战争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仍感到有许多不足，这里就如何深入开展抗战史研究和纪念，谈谈我的一些浅见。
一、必须壮大抗战研究的力量，出精品，出大作品
作为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持续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对现代中国发展的重大影响不言而喻，它理应成为历史学科研究的重点，投入足够的力量，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然而事实上，目前从事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队伍却是十分薄弱，与抗日战争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

我国至今没有设立抗日战争的专门研究机构，一些重要学术机构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也重视不够。近年来，尽管也建立了一些专题性的研究机构，如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等，但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全面研究抗日战争的专门学术机构。为数不多的研究人员分散在不同的系统和部门，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同行间缺乏必要的合作，难以形成合力，也就难出精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一些实力雄厚的相关科研机构里，抗日战争研究却未取得应有的地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某著名大学的日本研究院，作为我国规模最大和最权威的两家研究日本的学术机构，其研究重点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历史研究一直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更不要说日本侵华战争的专题研究了。在一些省级社会科学院和大学的日本研究中心，抗日战争研究也基本处于边缘化状态。令人不解的还有，国内各高校拥有20多个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但关于抗日战争课题的学位论文却少之又少。

同时，随着刘大年、张振鵾、章伯锋、蔡德金、黄美真等老一辈抗日战争研究专家的离世和退休，抗日战争的研究人才越来越青黄不接。现在，只有步平、徐勇、王希亮、朱成山、张连红、卞修跃等不多的壮年专家，在支撑着抗日战争研究的局面，30—40岁之间的优秀人才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无论是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考虑，还是出于对日本政界歪曲历史斗争的需要，这点力量显然都是太薄弱了。
经费投入不足，也制约着抗日战争研究。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关系史”专项研究经费，催生和正在催生一批有质量的成果问世。但总体而言，抗日战争研究缺少科研经费。所以，加大资金的投入，是推动抗战研究的重要措施。应该从政府、企业、基金会、个人各种渠道筹措研究资金，没有资金的保障，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的实证调查，是无法实施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苏联、英国等非常重视二战史的研究，各国政府均将其列入重大课题来推进。美国出版了汗牛充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海军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航空兵》等，苏联出版的二战史研究成果达2万种。连战败国日本也集中了15000名专家研究出版了百卷本战史。至今我国规划和出版的重大抗战著作非常少见，如全面展示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场的丛书仍付阙如。不仅如此，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互相丑化、互相否定，这样不仅否定了国共双方的抗战，也贬低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我们应该有一套权威的、超过日本《战史丛书》规模和质量的《抗日战争全史》和《抗日战争研究丛书》，如实地将这一段沉重的人类历史全面地记录下来，昭示后人。
二、必须加强微观的实证性研究

在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而出版的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中宣部确定的百种重点图书）中，尽管不乏优秀之作，但也应当看到，相当多的成果研究方法陈旧，忽视微观的实证性研究，有的甚至是重复而已，毫无学术创新可言。50年代，我们大搞阶级斗争，丧失调查日本侵华暴行的良机，这尚且不论，近20年来，2000多个县实施耗资巨大的县志工程中，几乎没有对抗战的有关问题（如本地被屠杀人数和名录、遭受毒气、细菌战、无差别轰炸、三光作战、妇女受害情况、日军慰安所和“慰安妇”状况、被毁房屋财产、被掠毁文物和图书状况等）作深入调查，更是一个新近的沉痛教训。我们应该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对抗战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将微观历史学和宏观历史学结合起来，特别是实证研究，要化大力气进行调查，如日军占领地区、日军在各地的统治和暴行、“慰安妇”制度、细菌战、毒气战、三光政策、无人区、劳工问题、中国的战争人员伤亡、经济损失以及民间赔偿的国际法问题等。如日本侵略思想、理论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日本各阶级、阶层对战争的态度及其变化，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战争中的发展变化，以及战后日本对战争的认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来龙去脉等，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急迫的任务。

我们的研究人员，一般较为重视现有资料（特别是文字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运用（我们当然不是否定这种研究方法），而往往忽视实证性研究，较少走出图书馆和书斋，步入社会、深入民间、走向田野，去抢救、挖掘、保护、整理和运用更为真实、也更有说服力的实证性资料（更多的是实物资料和口述资料）。其实，实证性研究早已为国外学术界所重视，日本史学界就对这一方法极为推崇。具体到抗日战争研究领域，日本记者本多胜一
和小学教师松冈环
就是突出的代表。从事对日细菌战诉讼的王选女士，曾多次在学术会议上，强烈呼吁史学工作者重视实证性研究，要与时间赛跑，更多地抢救和挖掘正在大量湮灭和遗失的珍贵证据和资料，为对日索赔诉讼提供更为翔实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尽到史学工作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当然田野调查，要付出更多的体力和财力支出。

事实上，对于我国抗日战争研究工作者来说，依赖现有的文字资料进行研究并非易事，因为抗战研究的资料一直就很匮乏。战时国民政府对资料的收集、整理、统计、保存和流传等工作，既缺乏应有的重视，也无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留下了大量难以弥补的空白。在50-60年代，我们也没有系统地调查和搜集史料和证据。目前大量研究资料分散在大陆和台湾两处，而大陆存放抗战时期历史资料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位于南京）的资料查阅也十分不便。时至21世纪的今天，抗战文献档案的封锁仍相当严重。以“慰安妇”问题为例，90年代初期，国家有关部门下文要求所有档案馆封存战时“慰安妇”档案，不准利用。据笔者所知，这一禁令至今生效，致使大量“慰安妇”档案未能得到及时利用，来作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证，并推动中国“慰安妇”问题的深入研究。胡锦涛主席再三要求，提高执政能力，看来在档案、史学领域也有不少这样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更多地挖掘收集实证资料、进行实证性研究，就成为抗日战争研究面临的一个极为紧迫的课题。这就要求研究者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实证性研究的重要价值和紧迫性，积极开展实证性研究，将抗日战争研究推向深入。要认识到一些重大的抗战课题，还长期无人系统、深入地研究。如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势力研究等，直到今年才有旅日学人初步完成。在日军集中营研究方面，也刚刚有所突破。还有不少课题如，侵华日军伤亡人数、中国人在细菌战伤亡人数研究等，还是一片等待开垦的处女地。
历史精密才能锻造出严谨认真的国民性格，历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根基。我们面对的是做事严谨仔细的日本民族，要使中国的抗日战争研究更有说服力，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必须有大量一流的实证性学术著作。
三、纪念馆、博物馆、资料馆等设施严重不足

纪念馆、博物馆、资料馆等设施，不仅具有纪念展览、教育后人的社会功能，同时还具有收集保存资料和文物、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功能，从来都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依托和阵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我国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纪念馆、博物馆起步晚，数量屈指可数，资料馆更是空白。少数几个规模较大的纪念馆、博物馆，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九·一八事变博物馆、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遗址陈列馆（哈尔滨平房）、淞沪抗战纪念馆等，都是近年来相继建立的。作为第一个抗战博物馆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于1985年，此时战争已结束40年了。由于起步较晚，资料收集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尚处于起步阶段，独立开展学术研究有一定的难度，更多的是承担了开放展览的社会功能。这些纪念馆、博物馆不仅建立时间较短，且研究功能有限，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前不久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就明确指出，作为中华民族浴血奋战14年抗战的标志性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规模还不如仅仅进行了65天的淮海战役纪念馆，这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以上海的淞沪抗战纪念馆为例，作为上海唯一一个抗战博物馆，理应全面反映上海这座英雄城市的抗战，包括抗日救亡运动、各阶层民众的全民抗战、文化战线的斗争、两次淞沪抗战、国际反法西斯和日军暴行等内容，但现在的情况是展览场地过小，展览内容陈旧，许多内容是空白，即使是关于两次淞沪抗战的陈列，也非常单薄与落后，与全面反映上海日军的抗战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近年来，我国重要的抗日战争遗址保护，取得一定进展，如黑龙江哈尔滨的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行陈列馆的扩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扩建举世瞩目。但同时，更多的抗战遗址和日军暴行遗址正在消失。

我们国家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后，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农村地区的城市化也如火如荼。然而，大量的抗战遗址也在各地修建新城的浪潮中被破坏、被摧毁了。沈阳的北大营消失了，冀中地道战的遗址，遭受很大的破坏，娘子关、阳明堡等，也都已埋没在荒野之中了。曾经关押过2000多名美、英、荷、澳战俘的沈阳集中营，围墙被拆除。日军在海南实行血腥的殖民统治企图把海南岛作为第二个台湾，因此，海南岛上的日军暴行遗迹比比皆是，残暴程度令人触目惊心，但时至今日，这些遗址被破坏殆尽。两年前，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曾组织中朝日三国联合调查，邀请朝鲜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朴永心重返中国，她所确认的南京利济巷慰安所遗址，尽管多方面呼吁，但现在已无可奈何地在毁坏之中。在具有抗战传统的上海，宝山城、罗店、吴淞、闸北、天通庵车站、南市难民区等遗址，也已基本不见了。四行仓库是全球华人心中的抗战圣地，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讲话中曾特别提到，但对它的保护非常糟糕，仓库外墙的景观早已面目全非。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抗日烈士的墓地长期无人管理，目前已破败不堪，这不能不说是地方政府的失职。
令人非常担忧的是，如果战争遗址都消失了，明天，我们拿什么去记忆战争？

卢沟桥、长城、延安宝塔、四行仓库、平型关、台儿庄……它们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抗战记忆，不屈的抗争，民族的光荣，是永远不应该损毁的。同样，南京大屠杀遗址、平房七三一细菌部队驻地等，刻印着日军的暴行，苦难的痕迹，也需要永远保留，以警示人们。

为了让人类反省战争、谴责罪恶，联合国专门在世界文化遗产中，设立了“警示性文化遗产”这一门类。如今，奥斯维辛集中营早已是警示性文化遗产了，珍珠港美国遭袭伤心地是文化遗产了，连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地也是文化遗产了。然而，作为东方最大受害国的中国，作为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三光政策、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化学战、强制劳工等暴行最深的国家，至今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对此，我们难道不应该深刻反省吗？
另外，国外专题性的资料馆比比皆是，如日本广岛原爆纪念馆就建有非常完善的和平资料馆，供国内外学者利用，这就为相关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国有关抗日战争的资料馆目前仍然是空白，这不能不让研究者叹息与无奈。
我国应系统规划和建立各类抗日战争纪念馆，以不忘国耻，以教育来者，这里谨以慰安所为例。

众所周知，在侵略亚洲期间，日本曾实施惨绝人寰的军事性奴隶（一般称为“慰安妇”）制度，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战争罪行之一。上海是日军建立慰安所最早的城市，也是目前为止，我们所知的日军慰安所最多的城市。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确认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已超过150个。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建议尽快保护日军慰安所“大一沙龙”遗址——东宝兴路125弄。并希望将来建成中国“慰安妇”纪念馆。

根据日本战时出版物、老兵回忆和中国证人的证言，日军“大一沙龙”慰安所建成于1931年底，结束于1945年8月，隶属于日本海军。其中受害的有日本、朝鲜和中国的妇女。至今遗址内还存留着慰安所时代的“大一”标记、富士山木雕、琵琶湖木雕等。该处现在为居民所用，年久失修，已成危屋；且地方政府已将此处列入东宝兴路商业街的建设，如果不加以保护，不出数年，这个世界上最早、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遗址，便会消失。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民众希望保护该处建筑，留下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罪证，并建成纪念馆。如加拿大教师访华团、日本著名的“慰安妇”问题专家西野留美子女士、韩国尹贞玉教授等多次呼吁，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还曾陪同日本国会议员、日本历史学教授、美国律师、朝鲜官员、国际会议代表等参观该处。

中国是日本“慰安妇”制度最大的受害国，目前全国尚无切实保存的慰安所遗址，更没有纪念馆之类。而日本最近在东京设立慰安妇资料馆，韩国设立了“慰安妇之家”。对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遗址进行保护，并建立“慰安妇”纪念馆，其意义不下于保护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这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最近，上海正在积极筹备成立慰安妇问题资料馆，浙江也拟建立细菌战资料馆，以推进抗战资料的搜集和保存。
四、我国应建立国家级抗日战争纪念仪式

西方人只知道奥斯威辛集中营、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对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慰安妇”制度、三光政策等知之甚少。推究起来，首先是我们自己有责任，60年来，我们的政府和人民是否尽全力在纪念抗日战争呢？答案显然是不够的，有人指出，在中国，国家失忆正在成为一种公认的传统。
在战败国的日本，从1963年开始，每年的8月15日战败日（日本称终战日），全国各地都要举行各种仪式，以示纪念。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8月15日全国“战殁者追悼式”。追悼式通常在东京武道馆举行，由天皇和首相、众参两院的议员、内阁成员及死亡者家属出席，会场上气氛“庄严肃穆”，参加者依次向“英灵”献花。而每年一次的广岛、长崎的“和平祭典”无核大会规模盛大，还要通过决议什么的。日本在原爆纪念方面化了非常大的心血和投入，包括不断统计死亡受害人数、邀请各国政要出席纪念仪式、以各种文字宣传。这些不能不说日本政府是深谋远虑的，日本社会是积极参与的。

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60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一种神圣的、固定的仪式，来追悼千万的死难者，来哀思难以统计的抗日志士，来追忆14年抗日艰难而卓绝的斗争历程。既然从政府到民众都说抗日战争是百年近代史上唯一胜利的对外战争，我们为什么不建立国家的抗日战争纪念仪式呢？我们应学习俄罗斯等国，建立国家级永久纪念仪式
。早在1951年，中央政府就确定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要求全国人民每年举行纪念。1995年9月3日，中央政府在北京举行纪念大会，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讲话。今年的纪念活动更为空前，更为盛大。但每隔10年才举行一次大型纪念活动显然是不够的，我国应该尽快建立每年一次的、由中央政府主持的抗日战争纪念仪式。
在有关抗战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要有深度，要有说服力；切忌庸俗，切忌轻浮；不仅要善待同胞，也要有理性，也要“善待”敌人。丑化，并无多少底气和说服力。我一直很钦佩，李根源先生等在腾冲国殇墓园中设立“倭冢”的勇气。
时不我待，中国史学工作者应该承担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在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下，对抗日战争史认真规划，深入研究，争取在抗战全面爆发70周年、“九一八”事变爆发80周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有一大批优秀的、世界级的学术成果问世。
                          （本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05年10期）
� 本多胜一为《朝日新闻》记者，他曾沿日军从上海到南京的进军路线进行调查采访，然后写成《通往南京之路》，日本国民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本书了解南京大屠杀的。


�松冈环为关西一名小学教师，10年来带领日本铭心会，长期从事南京大屠杀实证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此采访了大批参加过南京战的老兵和受害者，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南京战••寻找封存的记忆》和《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德灵魂》，现在正从事日军在上海暴行的调查。


� 据笔者所知，1996年，俄罗斯将德国入侵苏联的6月22日作为国定“缅怀和哀悼日”，降半旗，文化单位和广播、电视停止娱乐活动和节目。以色列规定，每年的4月“灾难和英雄”大屠杀纪念日，停止广告和娱乐，降半旗，警报长鸣，车辆停驶，行人肃立。韩国将6月6日定为显忠日，以祭祀英烈；8月15日光复节，全国放假一天，以示纪念。波兰将11月1日定为亡灵节，祭奠死难者。法国的11月11日胜利节，举行隆重的阅兵、集会和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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